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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肥胖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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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同时促进居民健康，已成为新型城镇化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研究基于2014—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夜光灯数据，考察了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肥胖的异质

性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偏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显著促进了居民肥胖，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

性检验和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偏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对女性群体、社交紧

密型群体、室内工作群体和高压力群体的肥胖促进作用更明显。偏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对北方城市

居民和人口密集城市居民的肥胖促进作用更大。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空气湿度和城市数字化水平的调

节作用降低了偏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肥胖的促进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城市空间结构通过

消费可达性、交通可达性、休闲可达性和物流可达性影响居民肥胖。研究为如何在城市空间管理过程中

实现公共健康目标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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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高集聚和紧凑的城市空间结构改变了居民的出

行、工作和饮食偏好，可能与超重和肥胖相关。目

前，超重和肥胖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和人类健康

的重大挑战［1］。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城市内部经济活

动的空间分布及形态，主要表现为人口（居民）、企

业等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2-3］，分为单中心（紧

凑型）和多中心城市（分散型）两大类［4］。单中心空

间结构（紧凑型）形态一般表现为单个城市中心（单

核），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于城市中心，中心城

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密度和紧凑度，而外围地区的经

济活动和紧凑度则较低。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分

散型）表现为城市拥有多个中心或增长极，城市人口

和经济活动分散于多个城市中心和次级中心，形成

多核网络城市空间结构［5］。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社

会的影响较为广泛，包括宏观层面：经济增长［6］、创

新绩效［7］、容积率［4］、城乡收入差距［8］、环境质量［9］和

碳排放［10］；微观层面：工资水平［11］、抑郁［12］、压力［13］

等。就居民健康的角度而言，虽然单中心城市空间

结构具有效率优势，但居住在密集型环境中对居民

健康的影响受到质疑，如居民更多地暴露在空气污

染和噪声中、高密度建筑环境容易引发心理疾病

等［14］，居民无法更多地以体力活动方式出行以及从

更多的社交场所中受益［15］。

目前，罕有文献直接考察城市空间结构与居民

肥胖之间的关系，与城市空间结构较为相近的关键

词有城市建成环境和城市紧凑度。城市建成环境通

过影响食品环境，改变食物的获得性进而影响居民

能量摄入［16］。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出行方式密切

相关［17］，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体力活动路径和强

度进而影响居民身体能量消耗。城市多中心化对居

民生活通勤方式、消费选择和运动量具有重要影响，

进而影响居民的体力活动水平和营养吸收。如城

市多中心化会显著降低居民的通勤时间和成本，有

利于实现城市内部的职住平衡［18］，提高居民消费的

多样性和可达性［19］；有利于构建城市慢行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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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自行车和公交车），并提高居民参加户外体育

活动的频率［5］。

城市空间结构主要反映的是城市内部经济活动

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经济活动形态，而城市紧凑度反

映的是城市整体经济活动的疏密程度，即城市内部

各主体间的平均经济距离。现有研究在城市紧凑度

（城市蔓延）与肥胖的关系上并未达成一致。第一种

观点认为紧凑型城市有利于降低肥胖［16，20-21］。第二

种观点却截然相反，认为人口密度过高的紧凑型城

市会加重居民肥胖，适度发展城市郊区有利于降低

肥胖［22］。第三种观点认为城市紧凑度与肥胖之间

存在非线性关系。低密度建成环境下，提高人口密

度有利于降低居民肥胖；高密度建成环境下，提高

人口密度反而有利于降低居民肥胖［23-25］。相关研究

未达成一致的原因有：一是研究视角的差异，未能

区分宏观空间结构与微观环境。宏观空间结构和微

观居住环境对居民经济社会活动的影响范围存在差

异，如城市层面空间结构涉及更远的通勤和职住平

衡问题，而社区层面的环境更多涉及居民体力型活

动，进而引起不同的肥胖结果。二是忽略了城市内

部空间结构的异质性。例如，两个人口密度（紧凑度）

相同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不同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居

民活动模式和肥胖结果。此外，城市土地的混合利

用也会对居民肥胖产生影响。一方面，提高了体力

型交通方式的可达性［26］，为有氧运动创造条件，从

而降低肥胖风险；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餐

馆的可及性，增大肥胖概率。可步行性高的城市居

民体力型交通出行概率更高，城市蔓延增加了居民

对汽车的依赖，进而影响肥胖发生率［27］。

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尝试从中观（即城

市内部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层面审视城市空间发

展模式与居民肥胖的关系。尝试回答什么样的城市

空间结构（单中心还是多中心）有利于减少居民肥胖

这一现实问题，丰富了城市发展和公共健康的相关

研究，也为如何在城市空间管理过程中实现公共健

康目标提供了一种新视角。第二，从消费可达性、交

通可达性、物流可达性和休闲可达性4个方面分析

城市空间结构影响肥胖的潜在渠道，并基于北京大

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数据验证了相关影响渠道。第三，充分考虑

了异质性和调节效应，考察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肥

胖的影响是否受微观层面的个体特征以及宏观层面

城市特征的影响。其中，空气湿度（Humidity）和城

市数字化水平（Digital）分别为自然气候和新经济形

态，居民在不同的空气湿度和数字化水平条件下会

有不同的经济社会活动表现，进而产生不同的肥胖

结果。具体而言，微观层面，考察城市空间结构对不

同性别、社交类型、工作特征和压力状况群体肥胖

的差异；城市层面，考察城市空间结构对不同地理

区位（南北）和不同人口密集程度居民肥胖的影响

差异。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人民城市理

念”，因此在城市空间治理和公共健康管理过程中

应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关注个体特征差异。同时，关

注我国城市间发展差异较大的客观现实，上述异质

性和调节效应是制定差异化政策的重要依据，也为

以往研究中矛盾结论的存在提供了来自个体和城市

维度的证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市单中心和多中心能较好地反映城市内部经

济活动的空间形态和布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城市内部的可达性［24］。城市空间结构直接决定了

居民的活动空间范围和轨迹，以及交通、消费、休闲

和物流方式等覆盖居民日常活动、体力和能量摄取

及消耗的场景［22］。研究从消费可达性、交通可达性、

休闲可达性和物流可达性4个角度分析城市空间结

构对居民肥胖的影响。

2.1　消费可达性

城市空间结构决定了商场、餐馆、超市、便利店

等消费场所的分布，这些消费场所的空间布局直接

影响居民能量摄入与消耗。相比多中心城市空间结

构，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消费可达性相对较低，消

费可达性对居民肥胖的影响存在正反两个方面。一

方面，多中心城市的消费场所较为分散，且购物中

心等商业体多选址于人口集中区域，商场临近性提

高了食物的易得性，增加了居民暴露在多样化美食

中的概率，增加了肥胖风险。偏单中心的城市空间

结构条件下，超市、商场和餐饮店集中于城市中心地

区，降低了超市、商场和餐饮店的整体可达性，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居民（特别是非中心区的居民）的购

物和获取健康食物的成本，增加了居民囤积食品的

概率［5］，降低了居民日常身体活动水平，从而促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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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另一方面，多中心城市有利于构建慢行消费生

态，鼓励居民外出步行消费，有利于增强消费体验

感，而外出购物和就餐也增加了居民步行概率，提高

了居民日常能量消耗。消费可达性的改善提高了居

民步行的概率［28］，增加了居民能量消耗，也避免大

量购买食物，因食物囤积摄入过多能量而引起体重

增加［29］。超市和生鲜店提供种类丰富和相对健康

的食物，超市邻近性的改善提高了健康食物的可获

得性，有利于居民改善饮食质量，促进营养均衡，降

低了肥胖风险。但与此同时，在规模较小的单中心

城市，居民亦可能选择公共交通或步行前往超市、商

场和餐饮店等，这种选择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居

民肥胖风险。故提出以下竞争性研究假设1a、1b。

H1a：城市单中心空间结构降低了消费可达性

进而促进了居民肥胖。

H1b：城市单中心空间结构降低了消费可达性

进而抑制了居民肥胖。

2.2　交通可达性

城市空间结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内公交站

点、路网的空间布局，影响居民出行方式的选择，改

变居民日常活动和能量消耗，进而对居民肥胖产生

影响。临近地铁、公交站点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公

共交通，增加居民到达公交站点的步行或骑行运动

量［30］。地铁、公交站的可达性越高，越有利于满足

居民通勤需要，降低私人机动车的出行概率。此外，

私人机动车的使用会加剧空气污染，进一步降低居

民出门概率，减少居民户外活动量。城市空间结构

也直接影响居民的通勤时间和距离。单中心城市的

平均通勤时间和距离相对较长，较长的通勤距离容

易形成对机动车的依赖，增加污染物排放，减少居民

的户外活动［31］。降低了居民选择公交出行意愿，进

而降低步行、骑行等身体活动水平，较长的通勤时间

会挤占居民运动和睡眠时间，而运动与睡眠和肥胖

密切相关［32］。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有利于公共交

通和基础设施空间分布的均衡化，公共交通系统疏

散客流的效率更高，缩短居民与公共交通站点的距

离。相对单中心城市，多中心化城市实现职住平衡

较容易，有利于提高城市交通可达性，减少通勤时

间，增加居民外出和居民体力活动频率。除此之外，

多中心城市更加容易建设城市慢行交通体系，形成

步行、骑行和公交三维一体的体力型交通方式，有利

于增强居民的身体健康，降低居民肥胖风险。故提

出研究假设2。

H2：城市单中心空间结构降低了交通可达性进

而促进了居民肥胖。

2.3　休闲可达性

城市空间结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园、体育场

馆、绿地等休闲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影响居民参

加运动或锻炼的决策，进而影响居民肥胖。第一，

相对于单中心城市，多中心城市的公园、体育场馆

和娱乐设施的分布更为分散，居民外出休闲运动的

可达性相对较高，提高了居民的运动概率和运动意

愿［31］，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长时间久坐而导致的脂肪

囤积。第二，多中心城市的公园、体育场馆和娱乐设

施的空间分布相对分散，较高的街道连通性与便利

性增加了居民散步、骑行的概率［33］，提高了市民的

身体活动水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工作生活中

的压力，降低了居民肥胖的风险。具有良好可达性

的公共空间和休闲场所能促进居民社交［34］，与网络

社交相比，外出社交具有更高的身体活动水平与更

多的能量消耗。第三，多中心城市的绿地和公园的

分布离居民区较近，城市绿地和公园有利于减轻噪

声和空气污染［35］，促进居民外出活动、减少压力和

负面情绪［36］，降低肥胖风险。城市中的绿色居住环

境和空间视觉，有利于促使居民进行更多的体育活

动与户外娱乐文化活动，为居民提供接触他人的开

放空间［35］，提高了居民身体活动水平。高密度的单

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条件下，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和活

动空间的减少会增加居民心理压力。而压力与肥胖

密切相关，压力会提高肾上腺皮质醇指数，增加食物

和能量摄入，也会降低甲状腺激素水平，降低基础代

谢［36］，从而降低居民运动意愿。此外，单中心城市

条件下的高密度建筑会影响污染物的分散［37］，引发

热岛效应，间接加剧空气污染，进一步减小居民户外

活动概率，降低体力活动水平。单中心的城市空间

结构降低了休闲可达性，容易形成高密度的建筑空

间，影响居民外出锻炼、社交和心理状况，改变压力

和激素水平，从而导致肥胖。故提出研究假设3。

H3：城市单中心空间结构降低了休闲可达性进

而促进了居民肥胖。

2.4　物流可达性

城市内部快递网点等物流服务场景的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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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居民肥胖。高效的物流不仅会影响居民购物

方式的选择，而且对居民体力活动产生一定的替代

效应［22］，影响居民日常能量摄入和消耗，进而对居

民肥胖产生影响。一方面，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条

件下，快递网点的密集分布极大地提高了货物运输

的效率，有利于居民线上购物，降低了居民外出和到

实体店消费的概率，降低居民身体能量消耗。物流

可达性潜在影响居民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外卖的

便利性与多样性增加居民点餐的概率，外卖食品多

具有高油、高钠、高脂肪和高热量特征［38］，潜在影响

居民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39］，增大了居民暴露于高

热量食物的概率，也降低了日常出行活动的能量消

耗，增加了肥胖概率。同时，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提

高了物流和网购的便利性，网络购物的便利性和虚

拟社交属性会降低居民外出社交活动的意愿，进而

导致肥胖概率增加。另一方面，偏单中心的城市空

间结构条件下物流的平均可达性相对较低，特别是

非中心城区的物流网点间距较大，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居民去实体店消费的概率，提高了居民日常活动

量，对居民肥胖形成抑制作用。但偏单中心城市空

间结构下物流可达性的下降也可能增加了居民单次

物资采购的数量，增加了居民囤积物资的概率［29］，

因此影响居民身体能量消耗，增加了热量摄入，进而

促进居民肥胖。另外，多中心空间结构条件下，良好

的物流可达性促进了居民线上消费，各类线上跳操、

健康管理App（应用程序）、在线减肥社区迅速发展，

线上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生活时尚，网上购物平

台也极大拓宽了居民获得健康信息的渠道，便于居

民参与线上运动和减肥知识的获取，有利于降低肥

胖风险。故提出以下竞争性研究假设4a、4b。

H4a：城市单中心空间结构降低了物流可达性

进而促进了居民肥胖。

H4b：城市单中心空间结构降低了物流可达性

进而抑制了居民肥胖。

3　数据、模型与变量

3.1　数据来源

将美国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公布的NPP/

VIIRS夜间灯光数据的月度数据加总后求均值得到

2014—2020年中国地级市（水平加总到省域口径）

夜光灯的年度面板数据。同时，基于2010—2013的

DMSP/OLS夜间卫星图像数据集融合校正数据进

行了稳健性分析。居民肥胖和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

自2014—2020年CFPS，城市层面的相关数据来自

历年省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2　基准模型设定

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ittiictictict XGiniBMI ελδβββ +++++= 21 � （1）        

ittiictictict XGiniBMIgrade ςκηααα +++++= 21

 （2）

式（1）（2）中，BMI（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和BMIgrade（身体质量指数分类）表示居民

肥胖情况；Gini为空间基尼系数，反映城市空间结

构；X表示一组影响居民肥胖的控制变量；δi和ηi为

个体固定效应；λt和κt为时间效应；ε和 ζ为随机扰动

项；i、c、t分别表示个体、省份和时间。

3.3　变量选取

3.3.1　被解释变量：肥胖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其中，中国居民

肥胖的BMI≥28为肥胖，28＞BMI≥24为超重，

BMI＜24为正常。

3.3.2　解释变量：城市空间结构

参考刘修岩等［4］的思路，运用夜光灯数据来测

算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主要采用美国国家地球

物理数据中心公布的NPP/VIIRS的灯光数据，相比

DMSP/OLS，NPP/VIIRS灯光数据不存在亮度饱和

的问题，且卫星成像的分辨率更高。考虑到不同年

份夜光灯的可比性问题，对NPP/VIIRS月度数据进

行了如下的校准处理，基于中国矢量地图提取夜光

灯影像，将所得的夜光灯影像坐标转化为面积投影

坐标，并按照500 m×500 m的网格进行重采样，并

消除背景噪声和短暂光源。取上海和北京年度夜光

灯亮度的最大值作为样本年度平均亮度最大值，用

0来替代DN值为负的单元从而消除异常值的影响。

采用空间基尼系数（Gini）测度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l

ll
Gini

n

i

2
1
∑
=

−
= � （3）

式（3）中，lit表示 t年城市次级单元 i的灯光亮

度，n和 l分别为城市次级单位数量和次级单元灯光

亮度均值。Gini越大，城市越偏向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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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婚姻状况（mar）、健康状况

（health）、学历（education）、是否工作（work）、收入

水平（inco）、子女数量（kids）、锻炼情况（exercise）等

个体特征，是否吸烟（smoking）、是否喝酒（drinking）

等风险行为以及气温（temperature）和城镇化水平

（urbanization）等城市特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

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Tab.1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定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BMI 体重（kg）/身高（m）2 33 374 22.952 3.508 62.500 8.964

BMIgrade
BMI≥28为肥胖，赋值3；BMI≥24为

超重，赋值2；BMI<24为正常，赋值1
33 374 1.431 0.636 3 1

Gini 如式（3） 33 374 3.438 2.448 17.421 0.430

mar 已婚，赋值1；否则为0 33 374 0.810 0.393 1 0

health
非常健康赋值5；很健康赋值4；比较健

康赋值3；一般赋值2；不健康赋值1
33 374 3.078 1.205 5 1

smoking 吸烟，赋值1；否则为0 33 374 0.304 0.460 1 0

drinking 喝酒，赋值1；否则为0 33 374 0.147 0.354 1 0

work 工作，赋值1，否则为0 33 374 0.758 0.428 1 0

inco 年收入的对数值 33 374 3.0254 3.163 2 12.899 2 0

kids 子女个数 33 374 1.856 0.654 7 0

education

未上过学赋值0；托儿所赋值1；幼儿园

赋值2；小学赋值3；初中赋值4；高中、

中专、职高赋值5；大专赋值6；本科赋

值7；硕士赋值8，博士赋值9

33 374 3.044 1.668 9 0

exercise 一周锻炼次数 33 374 2.737 3.340 50 0

temperature 年平均气温 33 374 14.260 4.620 24.375 2.942

urbanization 城镇人口 /常住人口 33 374 56.738 16.987 90.998 26.651

赫芬达尔指数（HHI） 如式（4） 33 374 0.196 0.093 0.642 0.054

城市首位度（Primacy） 如式（5） 33 374 0.305 0.093 0.794 0.110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豪斯曼检验的结果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第（3）和（4）列报告了控制城

市层面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城市空间结构

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为负，表明城市

空间结构越偏向单中心，居民越容易肥胖，假设1a

得到验证。具体表现为，城市Gini系数每增加一个

单位，BMI平均增加0.082个单位，BMIgrade平均增

加0.011个单位。

4.2　稳健性检验

其一，改变核心变量的测度方法。改用赫芬达

尔指数（HHI）和城市首位度（Primacy）来替换基准

模型中的基尼指数。赫芬达尔指数和城市首位度的

计算方法分别如式（4）和（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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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中的 lit为 t年城市次级单元 i的灯光亮

度，l为次级灯光亮度总和。（5）式为城市首位度计

算公式，l1为次级城市单元亮度排首位的城市灯光

亮度，l为次级灯光亮度总和。HHI和Primacy数值

越大，则表明城市内部经济活动越集中，城市空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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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单中心化程度越高。将HHI和Primacy分别作为

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与

控制变量的符号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

其二，更换样本。2013年美国国家地球物理数

据中心发布的城市夜间灯光数据由DMSP/OLS年

度数据变更为NPP/VIIRS月度数据。考虑到数据口

径变化对实证结果的影响，采用2010—2012年度数

据替换基准模型中的数据。回归结果如表4列（1）

（2）所示，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

其三，改变模型设定。考虑到BMI为有序变量，

改用xtoprobit模型和xtologit模型重新进行回归。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Tab.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1） 
BMI

（2） 
BMIgrade

（3） 
BMI

（4） 
BMIgrade

Gini
0.082***

（10.335）
0.011***

（9.102）
0.038***

（4.933）
0.006***

（4.820）

mar
1.270***

（24.684）
0.152***

（16.055）
1.270***

（24.354）
0.150***

（16.024）

health
-0.032**

（-2.415）
-0.020***

（-7.506）
-0.042**

（-2.545）
-0.020***

（-7.605）

smoking
0.181***

（4.184）
0.020***

（2.603）
0.140***

（3.403）
0.017**

（2.113）

drinking
0.430***

（7.615）
0.071***

（6.824）
0.411***

（7.613）
0.069***

（6.234）

work
0.140***

（3.059）
0.013

（1.516）
0.240***

（5.112）
0.025***

（3.203）

inco
0.455*

（1.704）
0.042*

（1.677）
0.406*

（1.690）
0.035*

（1.669）

education
0.060***

（4.892）
0.013***

（4.005）
0.030**

（2.165）
0.003*

（1.721）

kids
0.008

（0.065）
0.005

（0.043）
0.015

（0.089）
0.012

（0.073）

exercise
0.080***

（12.102）
0.010***

（9.453）
0.070***

（10.020）
0.010***

（8.255）

temperature 
-0.059***

（-12.540）
-0.0012***

（-12.443）

urbanization
0.014***

（12.341）
0.005***

（12.556）

截距项

（_cons）
19.342***

（189.430）
1.189***

（70.451）
19.554***

（155.664）
1.227***

（48.696）

样本观测值

（N）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注：括号内数据为 t值。“*”“**”“***”分别表示在10%、5%、1%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xtoprobit模型和xtologit模型允许被解释变量是离

散变量，克服了线性模型对不同BMI等距假定的局

限。表4列（3）（4）的结果显示，城市空间结构估计

系数正负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显著变化，再次证明实

证结果的稳健性。

其四，剔除部分城市样本。对样本进行两种处

理：一是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样

本，二是剔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市样

本。回归结果分别如表5所示，（1）（2）列为剔除直

辖市的回归结果，（3）（4）为剔除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的回归结果。结果依然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

表3　稳健性检验（替换核心变量）

Tab.3　Robustness checks （Changing core variables）

变量
（1） 
BMI

（2） 
BMIgrade

（3） 
BMI

（4） 
BMIgrade

HHI
0.264

（1.277）
0.073*

（1.912）
/ /

Primacy / /
0.370**

（2.462）
0.092***

（3.3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_cons
21.102***

（159.365）
1.247***

（52.433）
19.865***

（142.334）
1.218***

（47.509）

N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表4　稳健性检验（改变样本和模型设定）

Tab.4　Robustness checks （Changing samples and models）

变量

改变样本时间 改变模型设定

（1） 
BMI

（2） 
BMIgrade

（3） 
BMIgrade

（4） 
BMIgrade

Gini
2.618*

（1.880）
0.580**
（2.100）

0.022***
（5.034）

0.013***
（4.79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_cons
17.994***
（18.505）

0.810***
（3.931）

/ /

N 54 944 54 944 33 374 33 374

进一步对城市空间结构测度指标进行敏感性分

析。一是将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城市首

位度中的夜光灯数据替换为人口数据。二是夜光灯

强度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布局等因素的影

响，故将解释变量中的夜光灯亮度替换为夜光灯亮

度 /地区GDP，从而标准化城市空间结构。表6和表

7分别报告了替换为人口数据和标准化城市空间结

构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其空间基尼系数、城市首位度

和赫芬达尔指数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再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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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前文的结论。

4.3　内生性问题

将自然特征变量和历史特征变量分别与全国层

面宏观冲击变量做乘积，从而构造了多个时变工具

变量。非时变工具变量包括：第一，城市土地坡度

极差。土地坡度极差是影响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重

要地理因素［40］。城市坡度极差越大，城市住房、市

政等工程造价和运营成本越高，其经济活动越倾向

于集中化模式，以降低坡度极差引起的城市建设成

本，提高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共享水平和规模经济，城

市则越偏向单中心模式，故满足相关性条件。城市

坡度为地理自然特征，符合外生性条件。坡度极差

亦会影响城市居民体力型活动场馆的分布、交通和

物流可达性，坡度极差较大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体

表5　稳健性检验（剔除部分样本）

Tab.5　Robustness checks （Eliminate some samples）

变量
（1） 
BMI

（2） 
BMIgrade

（3） 
BMI

（4） 
BMIgrade

Gini
0.060***

（6.534）
0.011***

（6.432）
0.042***

（5.133）
0.006***

（4.2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_cons
20.122***

（150.235）
1.218***

（47.667）
18.235***

（125.843）
1.230***

（48.254）

N 30 096 30 096 30 836 30 836

表6   稳健性检验（替换为人口）

Tab.6　Robustness checks （replace with the population）

变量
（1） 
BMI

（2） 
BMIgrade

（3） 
BMI

（4） 
BMIgrade

（3） 
BMI

（4） 
BMIgrade

Gini
0.023***

（3.915）
0.010***

（3.055）
/ / / /

HHI / /
0.015***

（3.724）
0.008***

（2.986）
/ /

Primacy / / / /
0.067***

（5.310）
0.035***

（3.85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12.305***

（23.433）
1.439***

（9.208）
15.119***

（23.043）
1.087***

（7.023）
14.022***

（20.340）
1.760***

（9.423）

N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表7　稳健性检验（标准化城市空间结构）

Tab.7　Robustness checks （standardize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变量
（1） 
BMI

（2） 
BMIgrade

（3） 
BMI

（4） 
BMIgrade

（3） 
BMI

（4） 
BMIgrade

Gini
0.034***

（5.662）
0.016***

（3.110）
/ / / /

HHI / /
0.025**

（2.234）
0.012**

（2.280）
/ /

Primacy / / / /
0.040**

（2.304）
0.019**

（2.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14.143***

（26.554）
1.290***

（9.020）
13.622***

（20.092）
1.110***

（6.513）
11.205***

（19.120）
1.035**

（2.114）

N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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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场馆、休闲公园、餐饮和购物中心等的建设成本更

高，集中建设可降低建设成本和提高使用频率和收

益，同时坡度极差较大的地形不利于居民日常体力

活动，也不利于建成分散型交通和物流网络，从而影

响交通可达性和物流可达性。第二，古代城市的驿

站数（选取明朝时期数据）。古代驿站的数量和规模

反映了当地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社会活

动集聚于驿站及邻近区域，因此驿站的数量会影响

古代城市的经济空间结构，且古代城市的空间体系

建设对后续城市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故满足相关

性条件。同时，明朝城市驿站数属历史数据，古代城

镇空间体系的建设对城市后续发展的影响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逐渐弱化，满足外生性条件。古代驿站数

量较多的城市，可能在历史上就形成了高密度、高连

通性的路网，这种空间结构在现代可能意味着：更

短的通勤距离、更好的步行和骑行可行性、更多的公

共空间。这些物理环境特征直接鼓励了居民身体

活动，减少了私家车依赖，从而降低了居民肥胖的

风险。

时变的宏观冲击变量包括：第一，简单平均最

惠国税率。简单平均最惠国税率为所有需征收关税

产品的最惠国关税的未加权平均值，反映了本国的

贸易条件［41］，并影响本国进口与出口［42］。简单平均

最惠国税率也反映了地区经济开放程度，经济开放

度增加有利于促进人口等要素向城市集中［43］。中

国出口企业大多集中在中心城市［40］，因此平均最惠

国税率的增加会促进出口类企业进一步向中心城市

集聚，进而影响城市的经济空间集聚形态，故满足相

关性条件。全国层面的税率不会直接对影响肥胖的

城市经济社会因素产生影响，具有良好的外生性。

第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中建筑材料及非金

属类价格指数。一方面，工业生产者购进指数反映

了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

指数与建筑企业的经营成本直接相关。随着城市建

筑高度的增加，所需的原材料数量以更快的速度增

加［44］。建筑原材料的价格越高时，单中心模式下城

市建造高层建筑越不经济，城市向多中心发展更具

有成本优势，故满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工业生

产者购进指数中的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指数属

于全国层面的宏观经济指标，不会受某城市经济活

动的影响，也不会影响导致居民肥胖的变量，具有较

强的外生性。

表8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Tab.8　Estimation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变量

平均最惠国税率倒数 *
地表坡度极差

平均最惠国税率倒数 *
明朝驿站数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
地表坡度极差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
明朝驿站数

（1） 
BMI

（2） 
BMIgrade

（3） 
BMI

（4） 
BMIgrade

（5） 
BMI

（6） 
BMIgrade

（7） 
BMI

（8） 
BMIgrade

Gini
6.652***

（6.010）
0.822***

（4.130）
6.213***

（5.832）
0.780***

（4.135）
6.490***

（5.673）
0.854***

（4.011）
6.188***

（5.665）
0.762***

（3.8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18.140***

（35.779）
0.890***

（9.712）
18.414***

（37.452）
0.901***

（10.023）
18.159***

（34.114）
0.855***

（8.665）
18.450***

（36.254）
0.910***

（9.643）

F值 667.335 665.512 740.310 741.345 619.502 620.048 672.157 672.335

N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表8列（1）（2）报告了以简单平均最惠国税率倒

数和地表坡度极差的乘积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列（3）（4）展示了以简单平均最惠国税率倒数和明

朝驿站数的乘积为工具变量的相关结果。列（5）（6）

以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和地表坡度极差的乘

积为工具变量，列（7）（8）的工具变量为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指数和明朝驿站数的乘积。4个工具变量

的F值均远高于经验值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问题。基于灯光数据的城市空间结构回归系数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再次表明偏单中心的城

市空间结构显著促进了居民肥胖。

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表9），4个工具变量

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4个工

具变量均与城市空间结构显著相关，即验证了工具

变量符合相关性条件。因将4个交互项变量分别独

立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工具变量，为恰好识别，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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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行过度识别检验。除此之外，还需验证的是

这4个工具变量通过城市空间结构这一唯一渠道影

响居民肥胖。借鉴罗煜等［45］的做法，先将工具变量

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接着将工具变量和城市空

间结构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根据工具变量

显著性的变化情况来识别唯一影响渠道。表10的

工具变量与空间基尼系数的估计结果显示，当同时

将工具变量与城市空间结构放入回归后，原先的工

具变量估计系数由极少数显著变得全部不显著，且

此时城市空间结构的估计系数均显著，这表明新加

入的变量（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肥胖的影响覆盖了

已有变量（工具变量）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城市空

间结构是工具变量影响居民肥胖的唯一渠道。需要

说明的是，城市的坡度极差和古代城市的驿站数量

可能一定程度上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如坡

度极差大的地区意味着地理环境和城市建设条件较

为不便（建设成本高），可能难以获得国家优先发展

的政策支持（如新型城镇化各类支撑性政策）。驿站

多的城市古代更繁荣，现代经济也可能更发达（如城

镇化率更高）。而以城镇化率为代表的经济水平直

接影响居民收入、饮食结构（更多高热量食物）和医

疗条件，从而影响肥胖。为了排除上述可能性的渠

道，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城市地理气候和城镇化率

这两个控制变量来捕捉现代经济差异性，同时控制

了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因此坡度极差与古代驿站

数量这两个工具变量“残余”影响就主要通过其塑

造的、未被现代经济完全覆盖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

来发挥作用。

表9　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

Tab.9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first stage

变量 （1） （2） （3） （4） 

工具变量
0.370***

（8.745）
2.964***

（88.771）
0.009***

（32.150）
0.068***

（89.4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_cons
-5.154***

（-42.658）
-4.410***

（-60.854）
-5.215***

（-42.335）
-4.429***

（-60.057）

N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注：第（1）（2）（3）（4）列分别对应简单平均最惠国税率倒数和地表坡度极差的乘积（工具变量1）、简单平均最惠国税率倒数和明朝驿站数

的乘积（工具变量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和地表坡度极差的乘积（工具变量3）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和明朝驿站数的乘积（工具变

量4）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10　工具变量与空间基尼系数的估计结果（BMI）
Tab.10　Estimation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

变量 （1） （2） （3） （4） （5） （6） （7） （8） 

Gini / / / /
6.240***

（5.315）
6.210***

（5.112）
5.775***

（4.832）
6.156***

（4.670）

工具变量1
0.062

（0.793）
/ / /

0.053
（0.651）

/ / /

工具变量2 /
0.029*

（1.670）
/ / /

0.022
（1.450）

/ /

工具变量3 / /
0.102

（1.011）
/ / /

0.089
（0.905）

/

工具变量4 / / /
0.060

（0.229）
/ / /

0.060
（0.21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18.124***

（34.123）
19.813***

（35.602）
18.304***

（34.532）
21.778***

（36.224）
18.005***

（32.892）
20.104***

（35.535）
22.115***

（38.453）
18.104***

（34.883）

N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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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异质性分析

5.1　个体特征

男性和女性在消费、饮食、体力活动等行为偏好

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城市空间结构对不同性

别群体和不同社交频率群体肥胖的影响可能存在差

异。男性和女性（性别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

性赋值为0）。社交匮乏人群和社交紧密人群（社交

类型虚拟变量），基于CFPS中对人缘评分的回答，

将人缘评分高于平均值的个体定义为社交紧密型个

体（赋值为1），将人缘评分低于平均值的个体定义

为社交匮乏型个体（赋值为0）。通过核心变量城市

空间结构与性别虚拟变量和社交类型虚拟变量的交

互项来开展异质性分析。

表11的估计结果显示，城市空间结构的回归系

数均显著为正，且城市空间结构与性别虚拟变量的

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偏单中心空间结

构对男性群体肥胖的影响显著低于女性群体。可能

的解释是：首先，女性作为城市的核心消费群体，单

中心的空间结构的消费可达性相对较低，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女性群体逛街、逛超市的频率，降低身体能

量消耗水平。其次，女性一般为家庭物资采购者和

厨房主导者，女性会因消费可达性的降低而减少采

购次数，并采取提高单次采购物资数量和囤货策略，

容易诱发家庭成员肥胖。此外，女性具有更强烈的

表11　个体异质性（性别）

Tab.11　Heterogeneity of individuals（gender）

变量
（1） 
BMI

（2） 
BMI grade

（3） 
BMI

（4） 
BMI grade

Gini
0.036***

（3.403）
0.006***

（3.103）
0.050***

（4.619）
0.007***

（3.324）

性别
0.011***

（3.287）
0.005***

（3.302）
/ /

Gini×性别
-0.013**

（-2.204）
-0.007**

（-2.112）
/ /

社交类型 / /
0.020**

（2.232）
0.015**

（2.032）

Gini×社交 
类型

/ /
0.034**

（2.250）
0.015**

（2.1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N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社会交往需求，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消费可达性降低

所带来的食物摄入的减少。女性偏好饮食社交，美

食生活成为一种女性时尚，饮食社交和美食生活易

引起身体能量囤积，导致肥胖。相比之下，男性在饮

食社交、外出购物行为上显得相对更加理性。

表11的估计结果显示，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交类

型虚拟变量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城市空间

结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偏单中心城市空间结

构对社交紧密群体肥胖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社交匮

乏型群体，即偏向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更易导致

肥胖发生，但对社交紧密群体的促进作用更大。可

能的解释是，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降低了超市、商场

和休闲体育场所的平均可达性，增加了机动车使用

频率，降低了外出频次和体力型活动，并提高了单次

物资采购数量和囤积食物的概率，从而促进居民肥

胖。社交紧密型人群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交频次，频

繁的社交行为抵消了餐饮可达性降低对肥胖的影

响。社交与饮食具有较高的关联性，饮食社交容易

引起能量的囤积，推动超重或肥胖的发生。家庭聚

会、朋友聚会等社交活动，多以低营养、高热量的食

物和酒精饮品为特征，高频次地摄入这类食品和饮

品会导致肥胖风险。

5.2　工作特征

工作性质和场所会影响人的日常活动形式和能

量消耗，并影响人的饮食和行为选择。与工作性质

相关的工作压力会影响个体饮食偏好、休闲方式和

心理状况，从而影响人体能量摄入与消耗。因此，城

市空间结构对在不同工作场所工作和具有不同工

作压力的个体的肥胖可能会产生不同影响。按照

CFPS问卷中对“工作场所”的回答，将工作场所分

为室内和室外两类（虚拟变量，室内赋值1，室外赋

值0），室内包括在单位和家里，室外包括户外和车

间。同时，将工作分为工作压力大和工作压力小两

类（虚拟变量，压力大赋值为1，压力小赋值为0），采

用工作时间来反映工作压力，将一周工作时间等于

或超过56 h定义为工作压力大的工作，低于56 h为

工作压力小的工作。

表12的估计结果显示，城市空间结构和工作场

所虚拟变量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偏单中

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显著促进了居民肥胖，但对室内

工作个体肥胖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室外工作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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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解释是，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意味着城市经

济活动的集中，更密集和更高的写字楼集聚着大量

的办公室白领群体。相比从事户外工作的体力型人

群相比，在办公室室内工作的人群多从事的是脑力

活动，其空间活动范围较狭窄，工作过程中的体力活

动水平相对较低，长时间久坐导致脂肪囤积，且办公

室工作人群更倾向于通过网购来节省时间，频繁地

摄取外卖食物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脂肪囤积，从而更

容易发生超重和肥胖。

表12的估计结果显示，偏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

构对压力大群体肥胖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压力小群

体。压力与饮食行为和肥胖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工

作压力大的人群，食欲更强，偏爱甜食等易胖食品，

过度饮食是这类人群缓解工作压力的重要途径之

一。相比于压力小的群体，压力大的群体往往更有

动力且更大概率克服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条件下消

费可达性和物流可达性的限制。这类人群更容易选

择通过食物来缓解压力，餐馆进食和预包装食品消

费增多［24］，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

对肥胖的促进作用。

表12　工作异质性

Tab.12　Heterogeneity of work

变量
（1） 
BMI

（2） 
BMI grade

（3） 
BMI

（4） 
BMI grade

Gini
0.045***

（4.213）
0.025***

（3.543）
0.057***

（4.812）
0.032***

（3.101）

场所
0.010**

（2.122）
0.007**

（2.043）
/ /

Gini×场所
0.028**

（2.311）
0.020**

（2.207）
/ /

压力类型 / /
0.122**

（2.389）
0.110**

（2.253）

Gini×压力 
类型

/ /
0.067**

（2.201）
0.054**

（2.14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N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5.3　城市特征

城市的特征会影响个体饮食和消费行为，进而

对居民的能量摄入与消耗产生影响。相对北方城

市，南方城市气候相对温润。南北地理气候差异会

直接影响居民体力活动的舒适性，影响居民体力活

动和外出的意愿。南北地区城市的居民的饮食习惯

亦存在一定差异，相对南方地区饮食，北方地区温

度相对较低，更偏向于高热量饮食，更容易形成肥

胖。人口密度直接影响公共服务和资源的竞争性，

中国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多集中于人口密度较高的

区域，人口密度高的城市会具有更好的消费可达性、

物流可达性、交通可达性和休闲可达性，进而对居民

的能量摄入与消耗差异性影响。以秦岭—淮河为

分界线，将城市划分为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南北虚

拟变量，南方赋值为1，北方赋值为0）。根据人口密

度将城市样本划分为人口密集城市和人口分散城市

（人口密度虚拟变量：人口密集地区赋值为1，人口

分散地区赋值为0），将人口密度大于均值的城市定

义为人口密集城市，人口密度小于均值的城市定义

为人口分散城市。

表13的回归结果显示，偏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

对南方城市居民肥胖的促进作用明显低于北方城

市。可能的解释是：南北地理差异引致不同的气候

条件和饮食偏好。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条件下，南

方温润气候有利于居民的外出和体力活动，且南方

多样化和低热量饮食习惯更有利于身体能源的消

耗，温润的气候有利于提高人身体内各种代谢酶的

活性，加速了身体的新陈代谢，抑制了肥胖的发生。

南北城市居民对消费、物流、交通、休闲可达性的利

用程度不同。北方平均温度相对较低且干燥，降低

了居民出行、锻炼和休闲活动的意愿；北方食物能

量含量较高，相对高钠的饮食，容易导致肥胖。偏单

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消费可达性相对较低，相比于

南方城市，中国北方居民因气候原因囤积食物意愿

更强，且食物高钠更易肥胖。

表13的估计结果显示，偏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

构对人口密集城市居民的肥胖促进作用显著高于人

口分散城市。可能的原因是，相比于人口分散的城

市，密集的城市人口分布更易导致城市公共资源的

竞争性加剧，如城市人口密度区域的热门餐饮、公共

休闲场所排队和拥挤现象较为普遍，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居民外出就餐、消费和运动休闲的意愿，进一步

导致身体活动水平和能量消耗的减少。也进一步强

化了城市单中心化而降低的消费、交通和休闲可达

性对肥胖的促进作用。此外，人口密集的单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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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就业竞争压力相对更大，压力会降低居民锻炼意

愿，同时增加了通过食物缓解压力的概率，导致肥

胖。人口分散的城市，各类公共资源和场所空间相

对分散，居民生活和工作压力相对较小，居民可充分

利用体育设施和休闲场所，提高身体活动水平，一定

程度上抵消了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因休闲、交通可

达性降低对居民产生的肥胖促进作用。

6　进一步讨论：空气湿度和城市数字化的调节

效应

湿度会影响居民饮食和日常活动，影响居民对

城市功能的利用程度，进而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与肥

胖之间的关系。数字化程度和网络的应用改变了居

民消费偏好和行为模式，进而影响居民的肥胖。数

字化和人工智能一定程度上对居民的体力活动产生

了替代作用，使人类从过去更多体力日常活动中解

放出来。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也拓宽了居民的信

息获取和增收渠道［1］，而信息获取和收入会影响居

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生活模式，进而影响居民身

体能量和消耗。因此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可能会影

响城市空间结构与居民肥胖之间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探究城市空间结构与居民肥胖之间

的关系是否受到湿度与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引入城

市空间结构和空气湿度的交互项、城市空间结构与

城市数字化水平的交互项。其中，城市空气湿度数

据来自中国气象数据网“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

据集（V3.0）”。城市数字化水平借鉴赵涛等［46］的做

法，综合考虑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普惠两个维度，

基于城市电信业务收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从业人员、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移动电话用

户数和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到

城市层面的数字化水平。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

编制，包括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3个方面。对城市空间结构指数（基尼指数）、城市

空气湿度、城市数字化水平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再构

造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14所示，其中列（1）（2）引

入基尼指数与空气湿度的交互项，列（3）（4）引入基

尼指数与城市数字化的交互项。

表14报告了以城市空气湿度和数字化水平作

为调节变量的估计结果。列（1）（2）中的城市空间

结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再次证实偏单中心化

的城市空间结构显著促进了居民肥胖。注意到城市

空间结构和城市空气湿度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在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城市湿度程度负向调

节了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肥胖的促进作用。

可能的解释是：其一，温润的气候有利于提高居民

户外活动和运动的意愿，提高了居民身体活动和能

表13　城市异质性

Tab.13　Heterogeneity of cities

变量
（1） 
BMI

（2） 
BMI grade

（3） 
BMI

（4） 
BMI grade

（5） 
BMI

（6） 
BMI grade

Gini
0.065**

（2.234）
0.040**

（2.112）
0.070***

（4.790）
0.020**

（2.106）
0.070***

（4.456）
0.025**

（2.230）

南北
-0.024**

（-2.241）
-0.015**

（-2.100）
/ / / /

Gini×南北
-0.018**

（-2.300）
-0.011**

（-2.205）
/ / / /

人口密集 / /
0.155**

（2.324）
0.140**

（2.283）
/ /

Gini×人口密集 / /
0.080**

（2.341）
0.065**

（2.215）
/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33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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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消耗，进而削弱了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下消费可

达性和休闲可达性降低对肥胖的促进作用。其二，

温润的气候条件有利于促进本地食物种类的多样

化，居民可以获得相对健康的食物，降低肥胖概率。

其三，虽然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降低了消费可达

性，但潮湿的气候条件下食物不易保存，在存储条件

一定的情况下，居民会较少囤积食物，提高外出采购

频率，反而增加了能量消耗。

表14列（3）（4）的估计结果显示，城市空间结构

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偏单

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显著促进了居民肥胖，城市空间

结构和城市数字化水平的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

负，表明城市数字化水平负向调节了单中心化城市

空间结构对居民肥胖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似乎与

直观相反，一般认为城市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在一定

程度上替代了人的体力活动，当居民的线上消费逐

渐代替线下消费，降低了居民身体活动水平，一定程

度上强化了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肥胖的影

响。事实上城市数字化也有降低居民肥胖的另一

面。其一，城市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极大地拓宽了居

民获取各种信息的渠道。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促使居

民接触到更多健康信息，提高了居民对自身健康的

重视度，提高了居民自觉增加户外锻炼的频率。居

民可充分利用特定城市空间结构条件下交通可达性

和休闲可达性的便利，提高线下步行、骑行等体力型

出行方式的频率。其二，数字化的实时功能促进了

在线居家运动的兴起。如直播跳操已成为城市流行

时尚，健康教练在线指导和监督，居民可在家中坚持

有规律运动，降低了居民肥胖发生概率。其三，城市

数字化提高了居民收入［47］，健康支出增加，可获得

更优质的健康资源，促进了各类高级定制的饮食和

健身消费。其四，互联网经济带动了网络社交行为，

各类虚拟社区拓展了居民的社交范围，在一定程度

上替代了饮食社交。更广的社交圈和在线娱乐项目

极大释放了居民工作压力并满足了精神交流需求，

这种新的释压途径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过度饮食的减

压途径。上述4个积极因素的影响超过了数字技术

和人工智能对体力的替代效应，因此城市数字化削

弱了单中心空间结构对居民肥胖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考察调节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空气湿度

是一种自然气候指标，具有较强的外生性。故采用

1984年邮局数量作为城市数字化的工具变量，重点

考察城市的数字化的内生性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

离不开电信基础设施的支撑［48］，中国的电信基础设

施建设首先从邮局系统开始，中国的互联网从邮政

系统的电话机拨号接入、ADSL等方式接入过渡到

现在的光纤宽带技术，电话机的接口布局由邮局网

点布局决定。互联网的发展受到早期电信投资的影

响，因此早期的邮政网点和电话机接口分布对后续

的互联网终端接入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1984

表14　调节效应的检验

Tab.14　Testing of moderating effects

变量
（1） 
BMI

（2） 
BMIgrade

（3） 
BMI

（4） 
BMIgrade

（5） 
BMI

（6） 
BMIgrade

Gini
0.032***

（4.118）
0.007***

（4.215）
0.401**

（2.340）
0.076**

（2.546）
0.393**

（2.302）
0.071**

（2.542）

Humidity
-0.020***

（-7.515）
-0.006***

（-6.620）
/ / / /

Gini× Humidity
-0.007***

（-6.423）
-0.002***

（-4.809）
/ / / /

Digital / /
-0.003

（-1.367）
-0.001**

（-2.110）
-0.003

（-1.403）
-0.002**

（-2.204）

Gini×Digital / /
-0.008**

（-2.312）
-0.002***

（-2.712）
-0.012**

（-2.379）
-0.003***

（-2.84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3 374 33 374 27 282 27 282 27 282 27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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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邮局数量满足相关性条件。同时，1984年邮局数

量属于历史数据，且随着光纤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邮局系统的拨号上网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邮局网

点布局对互联网的影响逐渐变小，故满足外生性条

件。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开展实证，首先，用城市

数字经济水平对工具变量（1984年邮局数量）进行

回归，得到城市数字经济水平的估计值；其次，将该

估计值替代调节效应模型中的城市数字经济。表

14中列（5）和列（6）的估计结果显示，考虑了调节变

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内生性后，依然支持前文的

结论。

7　机制检验

采用经典的中介效应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将消

费可达性、物流可达性、交通可达性和休闲可达性作

为中介变量M，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ittiictictict XGiniBMI ελδβββ +++++= 210 � （1）     

	 ittiictictict XGiniM υγκααα +++++= 210 � （6）

　 ittiictictictict XMGiniBMI τθπηηηη ++++++= 3210 � （7）         

采用微观和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来检验城市空

间结构对居民肥胖的潜在影响机制。第一，微观数

据。基于百度地图和高德大数据，采用家庭所在地

消费类场所（超市、便利店、购物中心、餐饮店等）兴

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量和所在地快递网点

数量分别测度消费可达性和物流可达性，消费类场

所POI和快递网点数量越多，表明消费可达性和物

流可达性越高。采用家庭所在社区公交和地铁站点

数量来测度交通可达性，公交和地铁站点数量越大，

交通可达性越高。将家庭所在地休闲娱乐场所（公

园、体育馆、游乐场等）的POI数量来测度休闲可达

性，休闲娱乐场所的POI数量越大，表明线下休闲可

达性越高。第二，城市层面的数据。采用城市住宿

餐饮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交通仓储邮电

业从业人员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人均公共汽车拥

有数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反映消费可达性、物

流可达性、交通可达性、休闲可达性，相关占比和人

均量越高，对应的可达性越高。

表15和表16中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负，表明偏单中心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显著降

低了消费可达性、物流可达性、交通可达性和休闲可

达性。将4个中介变量与城市空间结构同时放入回

归方程后，中介变量消费可达性、物流可达性、交通

可达性和休闲可达性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5%的

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消费可达性、物流可达性、交

通可达性和休闲可达性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居民肥

胖。加入中介变量后，基准模型中的城市空间结构

估计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明显下降，这表明消费可

达性、物流可达性、交通可达性和休闲可达性起到了

中介效应的作用。如消费可达性降低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居民外出活动和体力活动的水平，提高了因食

物囤积而导致能量过度摄入的概率，进而促进了居

民肥胖。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对交通可达性造成

负面影响，而交通可达性的降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居民步行和骑行意愿，增加了机动车使用频率，从而

减少了居民体力型出行概率，降低了居民身体能量

消耗进而促进了肥胖。休闲可达性的降低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居民外出休闲活动的意愿，降低了居民身

体活动水平，同时压缩了居民释放心理压力的途径，

进而促进居民肥胖。城市空间结构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负，表明偏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显著降低了

物流可达性，而物流可达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居民的线上购物意愿，提高了居民外出购物和活

动的频率，但也可能因为物流的不便而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居民单次物资采购的数量，增加了居民囤积

物资的概率，因此影响居民身体能量消耗，增加了居

民身体热量摄入，进而影响居民肥胖。综上所述，

H1a、H2、H3和H4a得到验证。

为谨慎起见，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检验上述

中介效应。1 000次抽样后 λ2γ的95%置信区间为

0.025～0.123，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城市空间结

构通过消费可达性、物流可达性、交通可达性和休闲

可达性所产生的间接效应存在。除此之外，还按照

毛其淋等［49］的思路，检验中介变量回归系数乘积项

的显著性（检验H0：α1μ2=0），计算α1η2对应的标准差

后，其Z统计量均至少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拒

绝原假设，说明中介效应存在。

8　结论与政策启示

8.1　结论

偏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显著促进了居民肥

胖，异质性检验发现：相对肥胖程度低的居民，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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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对肥胖程度高的居民的肥胖促

进作用更大；对女性群体、社交紧密型群体、室内工

作群体和高压力群体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对南方城

市而言，偏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显著抑制了居民

肥胖；对北方城市而言，偏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

却显著促进居民肥胖。相比人口分散的城市，偏单

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对人口密集城市居民的肥胖促进

作用更大。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城市空气湿度和城

市数字化水平负向调节了偏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对

居民肥胖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空间结

构通过消费可达性、物流可达性、交通可达性和休闲

可达性影响居民肥胖。

8.2　政策启示

研究为如何在城市空间管理过程中实现公共健

康目标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经验证据，具有重要的

政策启示。

第一，充分利用多中心化城市空间结构的“减

肥”效应。一方面，当前城市公共健康管理实践过

程中，多未将城市空间管理纳入公共健康（特别是肥

胖等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体系中。另一方面，既有城

市空间管理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城市经济增长和公共

福利相关的显性绩效，而忽略了不同城市空间发展

模式对公共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一定的条件

下，城市空间结构的选择对居民肥胖存在一定影响，

这种影响相对于经济增长和公共福利等显性绩效较

为隐蔽。因此，可考虑通过促进城市多中心化来作

为降低城市居民肥胖的一种途径。应尊重并充分

利用好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减肥”规律，在城市

空间结构规划时应考虑公共健康影响，积极推进城

市空间规划和公共健康政策的衔接和落地。具体而

言，可将公共健康（肥胖等）纳入城市规划的目标之

一，同时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应加入城市

空间管理的目标。

第二，畅通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渠

表15　机制检验（微观数据）

Tab.15　Mechanism testing（micro data） 

变量
消费可达性 交通可达性 休闲可达性 物流可达性

方程 1 方程 6 方程 7 方程 6 方程 7 方程 6 方程 7 方程 6 方程 7

Gini
0.038***

（4.993）
-0.115***

（-4.805）
0.015**

（2.220）
-0.145**

（-2.290）
0.016**

（2.120）
-0.075***

（-3.214）
0.017**

（2.120）
-0.370***

（-3.520）
0.011**

2.019）

中介变量 / /
0.010**

（2.275）
/

0.021**

（2.200）
/

0.008**

（2.282）
/

0.005**

（2.14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3 374 26 750 26 130 33 374 33 374 13 590 33 374 10 556 27 282

表16　机制检验（宏观数据）

Tab.16　Mechanism testing（macro data） 

变量
消费可达性 交通可达性 休闲可达性 物流可达性

方程 1 方程 6 方程 7 方程 6 方程 7 方程 6 方程 7 方程 6 方程 7

Gini
0.038***

（4.993）
-0.560***

（-6.812）
0.020**

（2.101）
-0.162**

（-2.245）
0.014**

（2.122）
-0.303**

（-2.135）
1.335***

（4.712）
-0.370***

（-3.561）
1.223***

（4.120）

中介变量 / /
0.050**

（2.309）
/

0.031**

（2.210）
/

0.019**

（2.207）
/

0.010**

（2.292）

控制变量 /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3 374 26 750 26 130 33 374 33 374 13 590 33 374 10 556 27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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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充分利用空气湿度和数字化的“瘦身”作用。促

进城市内部公共服务资源的均等化，以提高城市消

费可达性、物流可达性、交通可达性和休闲可达性，

发挥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的“减肥”效应。

进一步完善城市餐饮、超市、商业综合体、邮政快递

网点、城市体育和健身场馆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网格

化和均衡化空间布局，增加各类公共场所中体力型

场景的布局，构建有利于居民“管住嘴，迈开腿”的

公共服务场所和城市生活空间。完善城市公共交通

站点的布局，缩短社区和写字楼与公交和地铁站点

的距离，提高居民出行便利性，提倡步行、骑行和乘

坐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增加体力型出行方式。

完善体育健身场所和公园绿地的空间布局，为居民

锻炼和体力活动提供条件，提高居民活动水平。

另外，可适当利用空气湿度和数字化对城市空

间结构的调节作用。可通过增加城市绿植面积、制

定合理的建筑密度、鼓励减少使用机动车等方式来

调整城市空气湿度，让城市空气更加温润，从而提高

居民外出活动和体力型运动的舒适度，增加体力型

运动和能耗进而达到降低居民肥胖的目标，强化城

市多中心化空间结构的“减肥”效应。大力发展在

线直播等线上运动产业，利用互联网渠道提高健康

信息和知识的投放量，强化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的

宣传。

第三，在尊重个体化差异和城市差异的基础上，

制定差异化的城市空间管理策略来实现“减肥”效

应。充分发挥城市各级工会的积极作用，针对不擅

长社交群体举办各类线下交友活动和社群活动，鼓

励社交匮乏型人群广泛参与线下社交活动的积极

性。针对室内工作群体和工作压力较大的群体，发

放各类户外运动的体验消费券。

需要说明的是，包括肥胖在内的公共健康的影

响因素众多，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和论证可能得

到更加准确的结果。研究所论证的单中心城市空间

结构会加重居民肥胖的这一结论，也可能是城市空

间结构形态与城市交通、社区规划、饮食偏好等多种

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建议城市规划部门和城

市公共健康管理部门综合考虑，完善城市公共交通

网络和社区休闲运动基础设施，落实系列鼓励居民

开展体力活动、居家健身和线上健身等多方面组合

措施。

未来的研究展望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微观数据

样本的扩展。限于数据的可得性，研究数据样本数

量较为有限，未来可以考虑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获

取通过居民日常生活轨迹的微观数据（如城市出租

车、网约车流动、手机GPS轨迹数据等）和社区层面

的数据来反映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二是在研究方

法上，未来可考虑肥胖的“传染性”特征，尝试采用

空间计量模型来捕捉社区居民间肥胖的空间相关

性，可能会得出更多丰富的研究结论。三是理论分

析缺少数理模型的基础，城市空间结构属于空间经

济学范畴，未来可考虑将包括居民肥胖在内的公共

健康指标纳入空间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以强化数理

模型的支撑，同时可考虑体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

多学科的交叉分析研究。四是在实证方面亦有进一

步扩展性研究空间。如未来可讨论文中机制变量的

潜在内生性，例如高物流便利可能与人均收入和在

线消费习惯高度相关，在未来研究中可尝试对渠道

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或分层回归检验以验证其因果路

径。同时，消费可达性可考虑增加食物可得性或食

品价格等变量作为补充指标。除此之外，受数据可

得性的限制，文中“社交紧密型”仅基于“人缘评分”

来定义，未来可考虑结合社交频率、社交网络多样性

等指标综合衡量。文中“工作压力”仅以周工作时

间衡量，未来可考虑工作强度、心理压力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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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n Residents Obesity Pre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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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major practical task of new urbanization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optimizing urban spatial structures and 
improving residents’ health.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and night light data form 2014—2020，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n residents obesity prevalence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single-center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significantly promotes residents obesity. This finding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addressing endogeneity problems. Heterogeneity tests find that the single-center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promotes obesity more significantly among female groups，socially compact groups，indoor working 
groups，and high stress groups. The single-center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has a greater promoting effect on obesity among 
northern urban residents and residents of densely populated citi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reveals that air humidity and urban 
digitalization level reduces the obesity-promoting effect of single-center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ffects residents obesity through consumption accessibility，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leisure 
accessibility，and logistics accessibility.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chieving public 
health goal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spatial management.
Key words： space management；residents’ health；accessibility；heterogeneity；single-center city；multi-center city；urban 
digitalization level 


